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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开埠以来英人经济与

华人经济的对比研究

李 一平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1841年 1月 26日英国人义律率军武力侵占香港岛,

翌年 8月 29日英方强迫满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 香港被英国侵占至今已 150多年。回顾这

段时间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华人经济和英人经济的发展变化,对于我们理解香港

的经济成就和它所引起的巨大影响是不无裨益的。

1951年 5月后, 美国操纵联合国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出口禁运, 加上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

运,使香港与中国的贸易剧减,但香港同中国的贸易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规模。1952年香港对中

国的转口贸易总额为 8860万美元,港产品对中国出口总额为 240万美元。香港从中国进口总

额为14530万美元。香港与内地贸易总额为23640万美元,香港贸易逆差为5420万美元。1953

年香港对中国出口总额为 9449万美元,香港对中国转口贸易额为 9220万美元,港产品对中国

出口总额为 15000万美元,香港与中国贸易总额为 24460万美元,香港贸易逆差为 5540万美

元。这种状况, 一直维持到70年代初期, 只不过双边贸易额每年都有所增长。可能因为香港在

对中国贸易中的这种作用吧,西方把香港称为“东方的柏林”。总之, 由于英国对华贸易在1951

年 5月以后,实行两面政策,追随美国对中国实行战略物资的出口禁运,损害了香港与中国的

贸易。但如前所述,香港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与中国的贸易,英国为了自身利益,也希望维持一

定规模的香港与中国的贸易。这样, 尽管在冷战高峰时期,香港与中国的贸易仍然没有中断。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香港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为我国打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

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作为我国进出口的桥梁对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恢复国民经济作出了重

要贡献。其历史功绩永放光芒。

回顾这一段历史, 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经验教训, 即国际贸易是双边的、互利的。任何霸权主

义以“封锁”、“禁运”、“经济制裁”为大棒企图达到某种政治目的和干涉它国内政的做法都是行

不通的,注定要失败的。

[本文作者李世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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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836 年在华英商的喉舌《广东记录报》( Canton Reg ister)对英国占领香港是这样说的:

“如果狮子(指英国——引者注)的脚爪准备攫取中国南方一块土地,那就选择香港吧! 只要狮

子宣布保证香港为自由港, 它在十年内就会成为好望角以东最大的商业中心。”� 这是当时英

国东方商人的最大愿望。这一愿望后来果然实现了。在港英政府的自由港政策和华人在各个

方面的巨大贡献中,香港成为英国向中国及远东地区倾销工业品和获取原材料的重要转口贸

易港。从 1841年到 20世纪 50年代初,是香港经济历程中的转口贸易港时期。

在这 110年的转口贸易港时期, 香港经济主要就是英人经济从小到大和华人经济从无到

有,二者此消彼长,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随着英人经济和华人经济的变化发展,我们可将整个

转口贸易港时期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1841年至 1898年

1841年 1月英国武力占领香港, 不到半年即于 6月 7日宣布香港为自由港。这是一项极

其重要的政策。它所依据的自由贸易原则, 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极大促进了英国的对外经济扩

展,此时对促进香港经济中的英人经济也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

人对于向中国倾销工业品抱着很大的奢望。璞鼎查曾经说过:“倾尽兰开夏全部工厂出产也不

够供给中国一省的衣料。”� 英国人低估了中国农业、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对舶

来品的顽强抵抗力,对两国贸易的前景过于乐观。他们的盲目输出与推销在短时期内未能克服

中国小农经济的顽强抵抗, 造成大量商品积压。加之1843年下半年中国沿海五口陆续通商,香

港的英人经济地位受到冲击。到 1843年底,香港仅有 12家规模较大的和 10家规模较小的英

国商行、6家印度商行,还有来自新南威尔士寻求发财致富的一批商人。�

但是,香港贸易中的非正常贸易发展迅速, 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成为英商在两次鸦片战争

之间的主要经济活动。其中,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不同的是,香港已成为鸦片走私的一个中心。

据统计, 19世纪 40年代后半期从印度运来中国的鸦片有四分之三是经香港转销的。1840—

1860年, 尤其是 1850—1860年间,输入中国鸦片的数量较之战前有大幅度的增长,香港成为

鸦片走私的巢穴和贮存、转运中心,这个地位前后保持达 30年之久。�其中做得最大和获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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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是英商颠地洋行和怡和洋行。�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英人经济的另一个主要内容是英商从事苦力贸易。这是 19世纪中国劳

工出洋的一种特有现象,主要采取“契约劳工”形式。香港规定任何人出洋均有“不受限制”的自

由,加以香港英美商船云集,航运方便,因此去美澳两洲的中国苦力集中于香港,遂成为苦力贸

易的中心。�

据香港船政厅报告,仅 1854年 11月 1日到 1855年 9月 30日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报关登

载的苦力船有 128般,其中英国占 64艘。� 在 1847—1857年的 10年间,运载华人从香港前往

古巴的英国航船就有 26艘, 共载 9600多人。� 在这项苦力贸易中,英国商人获得惊人的暴利。

据统计, 1851—1875年的 25 年间, 仅贩运华工至美洲各地的私人商行所获暴利达 8400 万

元。�

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是香港英人经济在 40年代末起发展的两个重要的因素。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被迫开放更多的沿海口岸和部分沿江口岸。英国又于 1860年

割占南九龙, 将港九间的广阔水域全部置于自己的占领之下, 这些对于香港的转口贸易港地位

是至关重要的。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缩短了欧洲与香港的航线, 1871年欧洲有线电报直通

香港,更加密切了香港与世界各地的关系, 这就进一步对香港的转口贸易港地位的确立产生了

重大影响。

首先, 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的巨利带动起来的航运业成为英人经济发展的标志。1854—

1859年的五年间,香港的远洋航运平均每年增加船只 487艘,增加吨位 251350吨,年增长率

为 68%。� 19世纪 60年代起,以香港为主要基地经营我国沿海、远洋及内河航运的外国轮船

公司达 13家,其中最大的 3家中有 2家是老牌英商洋行, 即太古和怡和。太古在 1874—1894

年公司成立的最初 20年间,它的船只吨位从 6艘 10618吨增至 29艘 34543吨。�

到 19世纪末,香港已成为中国内河、沿海航运中心和远洋航运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枢

纽、世界的重要港口。1900年,英国在香港总的航运业利益中占 65%,仍居领先地位。

19世纪60年代后香港英人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金融业的扩展。1845年,适应英

国资本家扩大中国市场的需要, 香港成立了第一家现代银行—丽如银行。1865年,汇丰银行正

式在港成立, 这是总行设在中国的第一家银行。该行创办初期包括有英、美、德、印等国股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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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投资和创办人则是在远东经营多年的英国大洋行。中间在港开设的银行还有有利、呵加

剌、汇川、汇隆、利申、利华、渣打等 12家银行。在 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中,汇丰银行发展成为

在华外国银行中实力最雄厚的一家。它的迅速崛起, 集中反映了英国以香港为桥头堡向中国大

陆进行经济扩张的强大势头。据《中国近代经济史》,在 1874—1892 年间,汇丰银行的发钞额

“增长了 3倍多。汇丰银行的资产总值由 1870年的 3805. 3万港元上升到 1890年的 14968. 6

万港元, 即 20 多年内增加了将近 3 倍, 而同时期内, 它的存款则由 939. 9 万港元上升到

10311. 3万港元,即增加了10多倍。这样, 汇丰银行终于成为外国银行在中国金融市场上的最

大势力,亦即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最大势力。”� 汇丰等银行还掌握了中国出口商品价格的控

制权,并且取代洋行成为对进出口商人的最大放款者。金融界的支持对香港的转口贸易的兴盛

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洋行与金融资本相结合,开始在香港形成新的财阀。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香港较大的企业, 如造船、电力、煤气、制糖、水泥等, 都控制在以英

商为首的少数大洋行手中。其中英商主要有怡和、太古、沙逊、泰和、仁记等。以怡和洋行为例,

除继续经营进出口代理业务外, 它还拥有香港火险公司、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怡和轮船公司、中

华火车糖局、怡和码头、香港置地公司、香港电力公司、香港电车公司、香港九龙码头仓栈公司

等 20余家。此外,怡和洋行还积极从事对华政府贷款。

可见,在 19世纪结束前,香港的转口贸易港地位已经完全确立,并可称极盛。其主要标志

为:香港在中国贸易总额中的比重增加。1870年为 24% ,至 1887年超过 40%,由此至 1903年

均在 40%以上; � 香港进出港船数和吨位持续增加。1870年进出港船只吨位为 2640347吨,

1900年增至 14022167吨; � 在英国对华输出中,到 80年代末,英国对华输出几近一半是经香

港的,香港成为英国对华输出的最重要基地。

而英人经济借助于港英殖民政府的种种特权,在香港经济活动中占据绝对优势,控制着香

港的经济命脉,为 20世纪以后英国保持在香港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奠定了基础。

在这一时期, 华人经济亦开始兴起。

19世纪 40年代的华商, 绝大多数来自香港附近的广东沿海各县和澳门地区, 他们以当地

居民为主要销售对象, 按中国人的传统方式经销日用百货等小商品。据不完全统计, 1845年秋

维多利亚城有华人商铺 388家, 涉及 59个行业种类。�

50年代后, 国内外形势发生很大变化。大批内地居民移居香港,港岛人口自 1847年的 2. 4

万人激增至 1860年的9. 5万人。又因美国和澳洲发现金矿,中国内地经由香港前往新、旧金山

的人数每年均达数万人;加上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开放,香港的航运与贸易迅速发展,

一些华人发展旅馆等行业, 为来往于中国内地和美洲等海外地区的华人提供服务。另一些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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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海外华侨社会的需要,开始从事转口生意,横贯东西方向的“金山庄”和沟通南北交往的

商行—“南北行”应运而生。华北、华中等地区出产的药材、花生、大豆、丝绸等中国内地的土特

产与南洋等地的珠宝、香料、海产、大米、白糖、木材等,大多经由香港进行转口贸易。1860年,

进出香港船只达到 2888艘,总载重量达 1555645吨。华商很快便掌握了香港贸易额的四分之

一以上。行商南北行、金山庄的相继崛起,是这一时期华人经济实力增长的重要标志。1858年

这类行商有 35家, 1859年增至 65家, 1860年达 77家,两年间增加一倍多。经过 60年代的经

济不景气后, 60年代后期开始回升, 1870年行商增至113家。70年代中期,华人经济再呈迅速

增长趋势。详见下表: �

年 度
项 目 行商 零售商 米行 花纱 疋头 洋货 茶叶

1876 215 287 95 38 78 167 26

1881 393 2377 128 58 109 191 51

　　华商的发展,也带动了香港华人金融机构的出现和发展,主要有广东人开设的银号,经营

汇兑业务,其中历史较久、影响较大的有瑞吉、邓天福和昌记等数家。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 到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华人在经营转口贸易等方面取得了引人注

目的成就,华人社会的经济状况发生了明显变化。据官方统计, 1855年末, 香港个人交纳地税

10英镑以上者 141人,其中华人 42人、英人 69人,华人占交纳总数的 29. 8% ;其中交纳 40英

镑以上的大户 88人, 华人 18人、英人 54人,华人占交纳总数的 20. 4%。� 1880年港督轩尼诗

曾宣布:华人已成为香港最大的业主,香港外国银行发行的通货极大部分掌握在华人手中, 香

港政府的税收有 90%来自华人; 1882年他又指出,香港每季纳地税 1000元的业主有 18人,除

怡和洋行一家外, 其余 17人均为华人。� 华人经济势力的不断壮大,要求建立统一的华商组织

的呼声日高, 1896年香港成立了第一个华商社团——中华会馆(现今“香港中华总商会”前

身) ,这标志着华商已经在香港形成为一支在经济、政治上不可忽视的力量。时人指出: “昔之华

商多仰西方之鼻息”,“近十年以来,华商之利日赢,而西商之利有所旁分矣”; “凡昔日西商所经

营而擘画者, 今华商渐起而预其间。”� 1894年 8月 23日,英国殖民大臣里本曾对港督罗便臣

说:“在英国政府保护下香港已变成一个华人社会而不是英人社会⋯⋯而华人居留地从来是香

港繁荣的一个主要力量。”� 这表明,华人经济在香港经济中的作用愈来愈大。他们不仅是英商

的贸易伙伴, 而且已共同成为香港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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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 1900年至 50年代初

19世纪末, 受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影响, 英国在对华贸易上的绝对优势

开始动摇。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入的方式发生变化,列强竞相输出资本,加紧控制

中国经济命脉。它们之间的矛盾和角逐日趋尖锐,由于美、日对华的经济扩张和上海、天津、大

连的进一步崛起, 香港的转口贸易开始削弱。其中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自 1904年起逐年

减少, 1911年更跌至 30%以下。与此同时, 香港作为英、中之间的转口港,其地位日趋下降。

1889年英对华出口额中, 香港几乎占了一半, 到 1904—1913年平均每年仅为 22%。� 不过,此

时是贸易份额的相对消长, 贸易和航运的绝对数字还是缓慢增加的。

1914—1918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大战四年中, 香港的转口贸易经济大体处于停滞

状态, 并略有下降。然而,港岛英人的修造船却利用欧美船因战争而减少的空隙大力发展, 太

古、黄埔以及海军船坞,相继进入修、造船的“黄金时代”。

一次大战后最初几年,香港利用战后初期欧洲工商业凋零的机会,转口贸易有过短暂繁

荣。但终因英国地位进一步削弱,在中国市场上落后于日本、美国,加上 20年代初期前后中国

人民频繁掀起反帝斗争高潮,以转口贸易为主的英人经济屡遭打击。英商意欲向东南亚开辟新

的市场,终因 20年代末 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影响,各地纷纷筑起关税壁垒,致使

开辟新市场努力收效甚微。港元剧烈贬值, 金融业动荡。贸易额大幅下降, 1933年香港对外贸

易额尚不到 1920年数额的 30%。香港处于一片萧条之中。

为此,港英政府于 1934年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对香港贸易不景气的原因、影响进行考

察并提出解决办法。此前 1932年在加拿大渥太华会议上成立了英联邦特惠税协定, 香港于

1934年加入,这对香港工业发展是一个刺激。香港市政建设在此期有了进一步发展,英商“启

德投资公司”在九龙湾北岸展开大规模填海工程,在红石勘海滨兴建新的发电厂,在九龙半岛新

开 3家公共汽车公司。同时英商还先后投资发展了一些为城市经济和生活服务的工业,如纺织

厂、面粉厂、水泥厂、酒厂、糖厂, 以及为航运服务的修造船、码头、仓库等部门,城市交通和住宅

建设都有了新的发展。1936—1940年间,香港工业产品出口额激增6. 8倍,在出口总额中的比

重从 3. 1%升为 12. 1%。�

1941年 12月 25日日军攻占香港,实施野蛮的法西斯统治,整个香港的外贸处于停顿状

态,工业大部分被毁。1945年 8月日本投降。战后英国卷土重来, 经济上首先致力恢复转口贸

易。战后百废待兴,需求旺盛, 贸易迅速繁荣, 到 1948年香港对外贸易额达 36. 6亿元, 比1939

年增长 166%。

1949年 10月 1日新中国成立,在港英商迅速成为新中国与外界进行贸易的中介。1950年

香港外贸总额超过 75亿港元, 1951年更达到空前的 93. 02亿港元,其中与中国内地贸易占香

港贸易总额的 26. 5% ,达 24. 67亿港元,居第一位。转口贸易繁荣,也促进了英人经济中金融、

航运和工业的复苏与发展。但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帝国主义国家全面对华禁运。战

后刚开始复兴的香港经济迅速滑坡, 1952年的外贸总值急剧下降到 66. 78亿港元,比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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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减 26. 25亿港元, 1954年更减至 54. 52亿港元。香港经济面临着困境, 英人经济同样如此。

这一时期的华人经济, 由于整个 20世纪的前半期,是中国政局动荡和战乱频仍的时期,因

香港的地位特殊, 内地与南洋资金劳动力进出频繁。内地资金之流入香港,主要是邻近省份的

地主和城市资本家、商人。南洋等地资金有相当部分是华侨汇款回国,以香港作中转地,也有在

海外经营成功的工商界人士在香港投资,如永安集团(澳洲华侨资本)、胡文华家族(缅甸华侨

资本)等,他们很快就融入香港当地华人经济。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侵占我国, 许多工厂迁来香港, 资金和人力也大量流入

香港,乘日本工业部分转向战时体制退出市场之机, 华人工业为主体的香港工商业发展出现一

个高潮。

二次大战后,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前后, 内地又有大批资本——其中以上海和江浙轻纺工业

资本为主——和大批工商界人士及具有经营、技术才能的移民从内地流入香港, 成为 50年代

初香港华人经济活动的重要补充,并为未来香港经济的工业化带来了新的基础。

综上所述,从 19世纪 40年代至 20世纪 50 年代,英人经济和华人经济的发展是各有特

点。英人经济发展过程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早期英人经济的殖民性。香港最初的资本从英商本国或别地移植过来的。它得到港

英殖民政府的支持,享有某些特权;同时又直接为殖民者及其宗主国利益服务。另一方面,它同

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经济相联系, 带入西方先进的科技与管理经验, 促进了香港资本主义经济的

起步与发展。

第二,早期英人经济具有资本原始积累的特性。鸦片贸易和苦力贸易是当时英人经济活动

的核心, 英商把新的利润再投资于丝、茶贸易和航运、金融等业,明显具有资本原始积累的特

点。

第三,英人经济从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19世纪后期和 20世纪初期,面对激烈竞争,英商

改变经营方针与方向, 投资结构逐渐由产品交易转向生产性投资及借贷资本输出,洋行转变为

新的财阀。

第四,英人经济占有主导地位,控制香港经济命脉。汇丰、怡和等大银行大洋行控制了香港

的财政金融、交通运输和其他公用事业。

与之相应,华人经济也表现出自身的个性:

其一,转口贸易是华人经济的支柱。华人此期主要经营进出口委托业务,开始时转运国内

大江以南及华北两线货物, 后扩展至澳洲、美洲南北半球,在不太长的时期内积累了大量财富,

成为华商的核心力量。其经营的进退与世界市场的盛衰、转口贸易的升降,关系殊为密切。

其二,香港是列强对华经济扩张的基地,华人经济是国际资本的附属物, 具有殖民地特性。

他们或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因替英军提供后勤服务而暴富, 或因贩运华工、包卖鸦片而发家, 或

者直接是外资向中国内地扩张的传导人——买办,并有一个由完全依附到逐步独自发展、但仍

与英人经济密切联系的过程。这也是华人经济在殖民地香港谋生存求发展必由的途径。

其三,华人经济大多属中小资本,具有灵活、“好调头”的特性, 但遇到经济危机等大风浪时

难于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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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 20世纪 50年代初期到 90年代,是香港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现代化时期。

到 1992年, 香港生产总值达 7425. 8亿港元,人均生产总值为 12. 78万港元,分别比 1950

年的 31. 5亿港元和 1408港元增长 235. 7倍和 90. 8倍;对外贸易总值达 2479亿美元, � 位居

世界第 10名。金融业在 1992年总资产额达 56160亿港元,存款额达 14440亿港元, � 外汇日

成交额为 610亿美元,香港成为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香港已从一个转口港发展成为一个以

加工业为基础、并以对外贸易为主导的现代化工商城市。

这个现代化时期, 是香港实现以工业化和经济多元化、经济转型为主要内容的历程。在这

个时期,英人经济以英资财团为核心,继续向前发展;华人经济则以华人资本崛起、华资财团形

成,进而与英资财团抗衡,一争高下。这是香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变化。

在这一时期,由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刚开始进入一个长达 20年大发展的所谓“黄金

时代”, 有利的国际环境给英人经济在香港的新一轮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与此同时,港

英政府坚持“自由港”政策, 英资中的汇丰和渣打银行并采取了一系列的较为明智的措施,为香

港的工业发展包括纺织、成衣、金属制品、塑料、化学工业、船舶修造、饮料和香烟等提供了相当

数量的贷款, 以支持“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1950年汇丰的税后盈利仅 1720万港元, 到

1991年度已达到 67. 7亿港元,其盈利的 85%来自于香港。

长期以来, 英人经济控制着香港的经济命脉,它控制了金融、保险、地产、通讯和交通等公

用事业, 在对外贸易、制造业、航运、航空和旅游等方面也有雄厚的实力。经过最近40多年的发

展,英人经济在港拥有 7大财团: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怡和、嘉道理、英之杰、和记黄埔、会德丰

等财团。

英人经济在香港最大的优势在金融财务。英资汇丰和渣打银行不仅享有纸币发行特权,而

且拥有近 500家分行, 占全港银行分行1/ 3以上。存贷业务占 6—7成。据汇丰银行估计,英商

经营香港半数以上的保险业务。

在地产方面, 英资地产公司拥有香港大批地产物业。其中怡和财团控制的香港置地公司,

在港岛最繁盛的中心商业区拥有商厦 10多座, 是香港最有势力的商业、住宅和工业楼宇管理

公司之一。

交通运输及其他公用事业, 80年代以前, 英人经济控制及经营的有电报、电话、电力(两家

公司)、煤气、电车、轮渡(一家公司)、码头(两家公司)、海底隧道和山顶缆车等。近十几年来,华

资接手经营了电力、码头、轮渡公司的各一家以及其他企业。但英资对通讯业控制进一步加强。

英国大东电报公司通过属下的香港大东电报局和香港电话公司垄断了香港通讯服务。1988

年,二者合并成为香港电讯公司,第二年该公司股票市值达 70. 05亿美元。

此外,通过在香港上市公司总市值中所占比重, 也可看出英人经济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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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底香港上市公司总市值额, 达到 2623 亿港元, 其中 10 大上市公司总市值约占

54. 39%。在这 10大公司中,仍有一半以上为英资控制。据估计,目前英资拥有的证券,约占总

市值的 30%左右。

为香港前途问题困扰, 部分英资在 70年代后按照“获利在港、投资在外”的做法, 转移投

资,不能抓住 70年代大发展的良机, 还有些经营不善。因而在 80年代出现多起争夺英资公司

控股权的收购战。英人经济地位开始下降。进入 90年代,这种趋势仍在加剧。

在这一时期, 华商和华人经济在香港工业化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50年代初,香港面临着“不出口即衰亡”的严峻形势。据经济学者估计,如果制造业得不到

发展, 1952—1954年间香港“国民收入”可能会减少 1/ 3以上。� 形势所迫, 香港人唯有以劳力

密集型的纺织、成衣业为先导,奠定出口加工工业的基础。据估计, 1946—1950年间,以商品、

有价证券、黄金和外币形式从中国大陆流入香港的资金不下 5亿美元。在 1949年第一季度申

办的工厂中, 约有 60%是从内地迁港的。这些内地迁港工业包括纺织、橡胶、五金、火柴等, 对

于香港工业的重建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50年代中期,棉纺织业比初期有了成倍增长。1960年

香港有纺纱厂30家、织布厂 300多家、制衣厂 689家, � 其中大多数为华人经营。纺织、成衣占

香港制造业产品出口的 52. 9% ,开始形成以轻纺工业为主体的现代工业体系。在 50年代末香

港出口总值中,本地制造业产品出口值由 1947年的 10%上升到 1959年的 70%。实现了对香

港日后起飞十分重要的由转口贸易港到工业城市的重大转变。

华资在 50年代经营的企业规模都较小,它们一般把取得的利润再投资扩大再生产。到了

6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内地正值十年动乱,英资对投资地产业持审慎态度, 并采取资金分散的

做法。而此时正值香港工业迅速增长、人口不断增加,对土地的需求增加,从而刺激了房地产业

的大发展, 一些华人工业资本看准时机, 转而投入房地产业, 在 1967—1968年、1974—1975年

地产市场低潮,斥巨资收购大量低价地皮, 在 1976年地产市场转活后,利润大幅度上升。形成

了长江实业、新鸿基、恒基、新世界等华资地产大王。

与此同时, 华资还利用 6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的机遇,运用善于管理和船舶经营成本低的

优势,打入日本航运市场。到 70年代中期,香港船队一跃而成为世界最大的独立商船队,形成

了象包玉刚那样的华人航运巨子。

在香港的自由经济制度下, 变幻莫测的股票交易也为华资的崛起与分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这一时期股市的发展来看,华人经济的总趋势是在持续稳定地增长。

进入 80年代以来,华人企业家李嘉诚先后收购了英资财团属下的和黄集团及港灯集团公

司, 包玉刚先后收购了九龙仓集团、会德丰集团和港龙公司等,显示出香港华人经济的实力与规

模, 已发展到可与英人经济相抗衡的程度。目前的华资大财团的经营范围几乎囊括香港经济的主

要行业,尤以地产、金融财务、旅游酒店、航运等第三产业为主,成为综合性的多元化企业集团。

进入 90年代,华人经济进一步发展,而传统的英人经济则逐渐退却。1992年 6月 30日香

港 10 大家族财团控制上市公司共占总上市值 9491. 72 亿港元的 52. 59% , 其中华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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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74% ,英资占 20. 85%。英资集团所占比例较之 80年代进一步下降,加上非家族的汇丰集

团和大东电报等, 英资仍略占优势。可见此时的华资与英资经济已呈现此长彼消局面。

华人经济与英人经济再加上来自中国内地的中资,在香港已成三足鼎立之势,这是香港社

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转折点,不仅对于过渡期的香港经济,而且对于香港回归祖国后的经济发

展,对于 150多年来的香港历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50年代以来现代化时期的英人经济和华人经济,经历了一个新的演变过程, 表现出不同

与转口港时期的特点。其表现是:

第一,英人经济仍与殖民统治相联系,但只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国际化发展,这种

联系已相对减弱。70年代以来尤其进入过渡期后,英资同殖民统治联系更进一步淡化,而国际

化步伐加快, 以便为九七以后准备退路。汇丰和怡和的转移投资、迁往海外就是例证。

第二,英人经济在努力控制香港经济特别是一些关键部门时, 鼓励多国多方资本进入, 以

保持有限的英资垄断与广泛自由竞争并存的态势。英资汇丰银行能够左右香港金融市场,但也

得面对众多同行的竞争。

第三,英人经济同港府关系密切,对港府政策有很大影响力。汇丰、怡和、太古等英人经济

的巨头,直接影响政府的重要决策与措施。因此,香港人曾说:“统治香港的是汇丰、怡和、马会

和港督。”�

华人经济在香港现代化时期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依靠中小企业,从制造业起家,通过航运业与房地产业在短期内迅速崛起。华人经济

开始都是小本经营,无论是转口贸易、本地店铺,或是开办工厂,都属中小型。60年代中期以后

的地产热潮和航运机遇,造就出李嘉诚、包玉刚等为代表的地产航运业巨子, 再通过 80年代初

期的收购战, 短短二、三十年时间迅速崛起。这是香港特有的一种发展现象,完全不同于以大银

行或跨国公司为核心的英人经济。

第二,华人经济以家族色彩浓厚的企业经营方式见长。香港是一个发达的工商业社会,但

华人经济都是家族性财团, 保留浓厚东方家族经营色彩。

第三, 华人经济同国际资本联系密切并加速向海外发展。华人经济同国际资本既合作, 也有

竞争, 如包玉刚与汇丰银行的关系,以及同怡和争夺九龙仓。80年代后期开始,华资公开向海外

进行巨额投资。例如 1988年, 李嘉诚等与加拿大商人合组财团, 以32亿港元的资本,购得温哥华

1986年世界博览会旧址地皮。第二年,新世界集团斥资 12. 2亿港元在泰国建立商业中心。

第四,华人经济近年来积极发展同中国的经济合作。到 1988年6月,香港资本直接投资中

国内地约 43亿美元,其中华资估计达 80—90%。巨额投资使得香港制造业大量转移到珠江三

角洲地区。90年代初,香港(主要是华资)在广东等地设厂达 2. 5万家,雇佣 500万从业人员,

形成“前店后厂”格局。从而为香港产业结构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移创造了条件,并与大陆形

成多元化的合作新关系,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本文作者李一平,厦门大学历史系讲师,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沈永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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